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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主线”（即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
“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夏东元：《中国近代史应予改写》，1988年9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这几句话，是我多年来常讲到的用阶
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方法，对于中国近代110年历史线索的看法。今特就这个问题全面阐述我的观点。 

一、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正名 

  “不管是官僚、买办、商人乃至清政府投资的官办企业，……都是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立面出现和存在的，因此它具有民族性。”
(夏东元：《中国近代史应予改写》，1988年9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这是我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正名”的依据和出发点。 

  中国资本主义虽早有萌芽因素，但在鸦片战争之前，只是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必须是在生产技术和
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促使小生产者阶级分化，为资本主义创造所需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乃至资本等条件，从而将国民经
济生活逐渐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在中国，这种“主导作用”，到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才开始发生的。当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促使小农
经济大发展和它的商品率大提高，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也起了“助产”的作用。(关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中国社会中起主导作用和太
平天国所起作用问题，参见拙著《论洋务运动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第2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季刊》1986年第3期。)我称鸦片战后的头20年
为资本主义酝酿时期。这期间事实上也已有一些买办商人对近代企业进行投资的试探活动，尤其是在航运、金融业等方面是如此。但近代工业正
式创办却始于洋务运动。 

  过去，学术界通常把洋务运动中所办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划在官僚买办资本之列，地主绅商等人投资创办的则称为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官
僚买办资本是一脉相承，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企业一直延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我近些年对此是持否定态度
的。我认为在四大家族统治下国家垄断资本形成之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应有“官僚买办”和“民族”的区分，它们都是民族性较强的经济形
态。 

  现从洋务军用工业谈起。首先要说军用工业也具有民族性。其一，洋务军用工业的创办，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但也有御外侮的意图，
而在人民革命被镇压之后，军用产品主要是用来御外侮。其二，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这已为众多的史学工作者所公认。因为它有着商品价值、
自由劳动力和必然产生剩余价值的规律性。兹不赘述。(参见拙著：《论清政府所办军用工业性质》，《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1期。)洋务派
办军火工厂的动机除便于使用外，就是做到比之向外洋购买便宜些，故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就动拨之款，核制成之数”，达到价廉物美。这就
意味着与外国资本主义是相对立的。要做到军火的价廉，单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经济核算，诸如高效率、低消耗，还远不能达到目的，而必须在投
产之前取得廉价的原料、燃料才行。如果军火不买外洋昂贵的成品，却去购买外国钢铁铅铜等昂贵的金属原料和煤炭等燃料，以及支付这些产品
高昂的运输费用，也是达不到“敌洋产”的目的的。因此，洋务派考虑到自己创办和发展轮船航运和煤铁铅铜等其他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于
是，1872年筹建轮船招商局，1875年掀起开采和冶炼煤铁高潮，逐渐做到军火所需廉价原料、燃料和较为低廉的运输费用。这表明军用工业与民
用工业有着内在的经济联系，而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更是为了致富以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因此，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构成了中国
早期的资本主义整体。这个“整体”固然有与外国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也是与封建主义统治相对立的。后者的“对立”，洋务官僚们是没有意
识到的，他们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不自觉地走向自己预期目的的反面。而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对立，洋务派却是自觉的，其锋芒所指，目标是明
确的。 

  创办轮船航运是为了“使我内河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第三三页。)轮船招商局办成之后，首先
挤垮并收买了旗昌轮船公司，接着又多次粉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削价竞争的阴谋，迫使其坐在谈判桌上签订了几次齐价合同，达到了“分洋商
之利”的目的。架设电线办电报局，是在外国大北、大东等电报公司侵入沿海并向内地发展情况下开始的。其目的是要改变“反客为主”的局
面，“以遏其机而杜其渐”。(盛档，盛宣怀《禀李鸿章稿》，光绪八年。)稍事经营，果然奏效，通过竞争和谈判，大北、大东不得不拆除吴淞
和福厦旱线，其海线也不能上岸而不得不置于趸船之上。煤炭的开采是为了“采中土之煤，利自我兴”，不使“利自外流”，除湖北煤铁开采总
局因官款官办等原因以失败告终外，基隆、开平等煤矿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铅铜钢铁等金属的开采和冶炼，虽经营不尽理想，但也多少达
到了目的。铁路的筹建，以号称“中权干路”的芦汉铁路为始点，向东西南北延伸，比较有效地防止了英路北趋俄路南引。银行的创办也早已酝
酿，主要竞争对象是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中国第一家由盛宣怀主持下办成的中国通商银行，“集举国之财”以支持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经济
枢纽的作用，使外国在中国的银行多一劲敌。至于纺织等轻工业均是如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此可见，洋务军用企业及其在相当程度上所导致产生的民用工业，其资本主义性质与一般民间投资所办企业是一致的：追逐剩余价值和尽
可能高地攫取利润相同，引进和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以期做到高效率的生产相同，与外商竞争相同，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相同，体现中国社会的
前进方向亦相同。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并把前者划在资本帝国主义相结合那一边呢？如果因为投
资者的成份不同而加以区分的话，那就成问题了。从来不是投资者的成份决定企业的性质，而恰恰是企业的性质逐渐改变投资者的成份；如果是
因为企业与政权挂钩不是或相当程度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加以区分的话，那也有问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难道就不是经济实体吗？
而且在洋务运动初期，不是官为倡导和维持，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会那样顺利办成和发展呢！不能因为后来的官督商办成为经济前进的桎梏，而说
前期也是桎梏；如果说所谓“官僚买办”资本与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多而加以区别，难道所谓“民族资本”就没有联系吗？只不过是
联系较少而已！从办洋务工业企业发展起来的盛宣怀资本集团，是常常被人们作为官僚买办垄断资本主义或大资产阶级典型人物的。据我多年的
研究，盛氏资本的所谓“垄断”，不是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康采恩、托拉斯，而是用官力联缀起来的“垄断”，其形成标志是1911年5月清政府的
铁路国有政策的宣布。但就从这一天起，川湘等省掀起保路运动，引发出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盛氏被赶下了台，所谓“官僚垄断”也随
之解体。民元以后，盛宣怀虽对部分企业如汉冶萍公司、轮船招商局仍有权干预，那是以董事、经理、股东的身份出场，是正常的现象。故我说
盛宣怀是“仍以民族性较强的实业家终其生”。 

  此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军阀们各自为政地对工业企业搜刮摧残，谈不上有什么官僚买办的经济垄断体系。国民党统治时期到抗日战
争前夕，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国民党政府及各省官僚虽对资本主义的控制与北洋军阀有相似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它颁布的不少条例是对资本主



义发展有利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资源委员会对国民经济实行一定的垄断。它究属何种性质尚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垄断性组织，
对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不利，有人则说这是战时经济所必需。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战时经济不能以常例相绳，则似乎没有异议。直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前两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第一次提出国民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于打倒之列。
即由原来的反帝反封建变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其内在的经济
规律如何？至今尚无有充足说服力的论说问世。有一点已是事实，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定名之日，也就是解放战争“外线出击”进行大反攻
之时，这种垄断资本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告消灭。因此，110年的近代史，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外，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企业，统名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不必冠之以“官僚买办”和“民族”的字样。 

  我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正名”，是因为有些同志说，中国近代社会一开头，即存在：外国在中国办的工商企业；官僚买办资本企业和中小的
也即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三种性质不同的资本主义企业。除去外国的，再除去“官僚买办”的，所余“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就微乎其微
了。而它的对立面却是经济上占优势的封建主义和强大的资本帝国主义加上据说是站在它们一边的“官僚买办”资本，所谓“民族资本”怎么能
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线呢？ 

  其实，中国资本主义为主线并不在乎它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的大小，它既是体现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经济成份，就应看作是社会经济的核
心，它的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恰恰能说明社会的症结所在，更能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阶段性。 

   

二、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 

   

之所以要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中国110年近代史的分段线，是因为它最能体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缘故。前58年为资本主义经济酝酿、发生
和初步有所发展的时期，后52年为在政治上实行变封建式的专制、独裁为民主的政治改革，以期适应资本主义更好的进一步发展。没有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就谈不上民主政治的实行；没有民主政治的实现，就难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戊戌维新正是首次将封建专制改革
为民主立宪制置于实践日程的运动。此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次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很大程度都是继续完成戊戌变法所未完成的
奋斗目标。 

  近代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标志；而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常常是从军用工业生产开其端的。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引进和资本主义经济
的酝酿，发端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督粤时，即曾购置新式船只，并打算设厂仿造。魏源且明确提出在沿海设船厂，鼓励商民投资办厂，既造军
用也造民用工业产品，聘法、美技术人员设计操作和指导，中国派员跟随学习。当时，十三行商中之有识者和其他有志之士，即有制作新式火炮
实验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梁
章钜：《浪迹丛谈》卷5，第12页。)姚莹向“黑夷目咱莉啌”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作为自己制造的准备。(见道光二十二年《筹办夷务始末》卷4
7，第16页。)掌云南监察御史福珠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件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
携，即应募匠照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20—21页。)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变为我有，以制造新式军火，一时成为
思潮和风气。在19世纪40年代前五、六年，士人群起钻研科学技术并著书立说，据粗略计算：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汪伸洋的《铸炮说·附
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统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在
那时，如果不把西洋先进船炮利器转为我有，就不能战胜外敌，几乎成为人们的一般认识。 

  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制造利器以制敌的思潮的同时，出现了以魏源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鼓励沿海商民投资办厂，不仅制造军用产
品也制造民用产品以与外洋商人角胜于市场的思想，以及梁廷枬、徐继畲、冯桂芬等先进思想家，提议采西学、制洋器，甚至发出“君民不隔不
如夷”的议论。这些都反映了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性，和中国社会制度必须变革的趋势。 

  客观经济规律和人们主观意识的反映，都表明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业的酝酿已经成熟，只待揿动绿灯的电钮以让资本
主义电流通过了。这个让资本主义电流通过的电钮是洋务派揿动的。他们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却发展了与自己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起
了历史的促进作用。 

  谁都清楚，资本主义经济需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之相适应，尽管洋务派中某些人对此有所意识。但由于清朝政府的顽固立场以及洋务派奉
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当时还不可能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这就规定了经济与政治处于矛盾之中。这个矛盾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中
曲折地暴露了出来。号称“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其“不败”，主要是由于经过洋务运动，清军已有了新式武器，不仅有初具规模的海军舰
队、比较新式的防御工事，而且也已有一些军队使用后膛枪炮。因此，所谓“不败”是有其物质基础的。但却签订了比之南京、天津等屈辱条约
稍好，但还是一个不平等的《中法越南新约》。这个所谓“而败”是政治上腐朽造成的，马江之役的惨败是明显的例证。因此，1885年后掀起了
变专制为民主以实行政治改革的思潮，孙中山的“倾覆清廷”之志的萌发，康有为的“及时变法犹可支持”的呼吁，郑观应等人“亟行议院”的
强烈要求，是这一“思潮”的代表性的表现。而清政府站在这个民主政治改革的对立面，坚持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导致甲午战争的全面溃败。经
验告诉人们，不变专制为民主，绝无可能登中国于富强之境。于是以公车上书为始点，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思潮变为政治实践，形成了以实现民
主制为中心的涉及经济、文化教育革新的戊戌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资产阶级民主立宪制置诸实践日程的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却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政治改革而外，
对于经济教育也相应地予以规划。康有为所提“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项措施和培养新式人才的方案；政府机构设立法
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都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当然必须指明，这个经济、
文教乃至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在“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的“制度局总其纲”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表明，这种改革不是枝枝节节的，而是有总体
的设计的，其改革的核心则是设议院、定宪法、行民主。 

  中国近代社会多了两个赘疣，那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缺少的东西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是独立和民主，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历史
表明，独立植根于富强，富强来源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这些都必须政治上实行民主才有可能办到。人们常常谈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运
动，其实启蒙的中心主要“启”的是关于民主意识的“蒙”。如果说前58年的启蒙是“启”的关于引进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
“蒙”的话，那么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启蒙，就是“启”的政治上民主意识的“蒙”。前者的启蒙是后者启蒙的基础和前提，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抑有进者，戊戌变法不仅在思想上“启”民主政治意识的“蒙”，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的付诸实践，所以才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因为前58年
中，伴随着引进学习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启蒙和实践，也已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或自觉地宣传了民主思想。 



  戊戌变法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是为实现全面资本主义化也即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开端。从戊戌变法以后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建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2年间的一切斗争，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与独立这一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大革命、红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为完成戊戌变法开其端而未能完成的事业与任务。因此，前58年先进人士的主要注意力，是
从西方引进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戊戌以后的52年，先进的有志之士，除继续注重科技进步和发展实业之余，注
意力的中心，放到了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和独立，以适应和促进科学技术与工商业的发展上。 

  讲到这里，需要说明我这种以戊戌变法为110年分段线，与以五四运动作为旧、新民主主义革命分段线是否相违背的问题。 

  众所周知，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是因为历史证明资产阶级不
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但这只是标志着革命领导权的转移，社会性质并未发生变化，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方向也
一如既往，因此，它至多只能作为革命史的分段线，而并非整个近代历史的分段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归根到底仍是为了解放生产
力，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富强，这与百年来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在为资本主义发展
开辟广阔的道路的同时，也有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意图，但最现实最直接的作用，仍然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更为广大的道路，这是不以
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实现的既是戊戌变法所要实现的独立和民主，但又有所发展。“独立”这一点应该说是
相同的，“民主”则不是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所想要实现的模式。其客观效果，在发展生产力上是相同的或者说基本相同，而在生产关系上则
可明确地说，有相同的一面，即都为资本主义经济鸣锣开道，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除上述与资产阶级所要实现的相同者外，还要在条件
许可之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作准备。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既标志着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实现，但又不全是百年来志
士仁人所想要的那个图案或模式。我的提法是：“既是它，又不完全是它；说不完全是它，却又正是它。”“是它”是基本的，从客观规律说也
应该是基本的。 

   

三、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 

   

实现民主政治与反实现民主政治的较量，明显的是始于戊戌维新运动。民主和独立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因此这里所讲的民主政治也就包括
反帝斗争以达到民族独立在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拥戴光绪皇帝变专制为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之维新运动，经不起慈禧太后为首的顽
固势力的一击而失败了。但民主政治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争，民族危机进一步严重，阶级矛盾也尖锐异常，清
王朝统治者和封疆大吏意识到，要维持他们的统治，不进行君民共主的立宪制的改革，无以缓和阶级矛盾、争取资产阶级并适应帝国主义的需
求。盛宣怀所说的“深宫一意守旧，……难免各国愈生玩视之心”(盛档，盛宣怀《上军机大臣王夔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戊戌亲笔
函稿。)，就可充分说明这一倾向。于是，1900—1901年间，清朝政府根据督抚们的变法要求，着手进行“维新”“立宪”活动。这种变法，尽
管出发点和目的与戊戌维新有所不同，但其一系列旨令，诸如政治、经济方面的律例，文化教育方面改书院为学堂等，都准备或已付之实施。这
些大多是戊戌时维新派想要实行而来不及实行、被顽固派所扼杀的。这就表明历史趋势是不能长期违反的，历史规律是不能长期抗拒的。而清王
朝这样做的客观效果，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戊戌变法的潜在“幽灵”，到20世纪初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清廷的“维新”“立宪”活
动，加上广大群众收回利权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1895年前洋务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和地主绅商所办企业，投资总
数为一亿八千余万元，到1913年达到三亿三千余万元，十余年间增加近一倍，而这期间增长速度最快的为20世纪初叶七、八年。有人称这段时间
为清政府对工业“奖励时期之极盛时代”(见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4页。)，是有道理的。这从表面看，与所谓“假
维新”有关，但追根求源还是由于戊戌变法的潜在影响。 

  辛亥革命比之戊戌维新要前进一步，它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了民主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它下达的许多法令指示中，由于戎马倥偬，直接为发
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实业而颁发者虽然不多，但其民主精神，包括政治民主制度、教育改革制度等，均对资本主义有利。何况孙中山发展实业以登
国家民族于富强之域，是其一贯的思想主张。民国初元他为此大声疾呼：一则曰“丕振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
(《临时政府公报》20号，《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第1号，第159页。)：再则日“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
之政策。”(1912年4月18、17日《民立报》。此文已收编于《孙中山全集》第2册。)孙中山认为，“中国商业之日就窳败，其故由天地自然之利
不能兴，工商陈腐之习不能启，……皆满清专制之病”，民国政府对实业应“扶助而掖励之，则将来之富强可操左券而得。”(1912年4月18、17
日《民立报》。此文已收编于《孙中山全集》第2册。)在他的这些思想指导下，民国政府有关实业的管理部门，对商人办企业给予支持。例如实
业部就主张学习“东西文明国，商业登记，例归初级审判厅职掌，以便商人就近登记”，并且对于股份公司，“以恤商起见，减其征额”；对于
“独出资本之商号，……宜一体允其自由呈注，不令偏枯。”(《临时政府公报》29号，《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第1号，第232页。)
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所造成的促进实业发展的民主气氛，迫使袁世凯也不得不作：“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袁大总统书牍汇编》
卷首，《文辞》第3页，新中国图书局1936年版。)的表示。一时工业建设会、实业团、民生团等与发展实业有关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政
府颁发有利于资本主义实业兴盛的条例也不少，1912—1915年间，如：《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矿业条
例》等。这些，在使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以较快速度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余元，又是1913年的百分之一
百七十以上。这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所放松有关，但这期间日本乘机入侵的势头是大大加强的。因此，这段时间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实为辛亥革命所起重大作用就无疑义了。192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经济亦有所发展，据很不完全统计，1933年投资总额表
面为四亿余元，实际远不止此数，因为三十名雇工以下和不使用机器动力者未统计在内。(上述统计数字见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
料》第1辑，第54—57页。)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波浪式前进的。这固然是由于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也与每一次民主运动的推
进有关。 

  然而民主制度直至1949年前，未曾站稳脚跟，封建式的专制乃至独裁，从清王朝到北洋军阀、国民党的统治，顽强地压制着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清政府的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虽在历史上起过提倡维持的积极作用，但后来却为封建势力渗透到企业内部提供方便。从19世纪90年代
起清政府每年都要对轮、电、矿等企业劫取大量报效；官吏引用和推荐私人，督办、会办、帮办、坐办、提调等名目繁多的官员成堆，领干薪和
靠干股分红利者不计其数，机构臃肿，管理腐败。袁世凯于1903—1908年对轮、电二局的剥夺尤为典型。盛宣怀说袁氏“专为剥削”，不事经
营，确系事实。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军阀对企业的摧残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袁世凯为黄袍加身，搜刮甚于清末对轮、电的压榨，他
“决意饬令地方官吏以振兴实业为名，而求巨款，”甚至“以专利权换取股东之金钱”。例如对周学熙等人于1915年倡办华新纺织公司，袁政府
给予该厂直、鲁、豫三省棉业专利，条件是“先送政府以巨款，以救其燃眉之急”，否则不给予专利。(陈真、姚洛编《中国工业史资料》第3
辑，第663—664页。)这是一种类型。另有一种是官僚干脆占为己有，这也屡见不鲜：陆建章等人先后督陕时将陕西制革厂收为军办；汤芗铭主
湘时，将湖南第一纺织厂收归省有；倪嗣冲督皖时，“借政治势力，以夺取矿权”，囊括矿利，或则“借开采以号召资本”，或则“借开采以续
矿权”，等等以搜刮钱财。1927年国民党统治开始到抗日战争时，中央到各省地方官僚军阀对企业的搜刮掠夺手段亦大体相同：或收归官办，或



没收其中军阀的“敌产”，(陈真、姚洛编《中国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663—664页。)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被收归官有就是一例。 

  上述这些，不过举例而已，实际的压榨手腕及其普遍性远较上面所说严重。这就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减缓其扩展速度。从19世纪60年代
办工业伊始，到建国前夕90年间，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值百分之十左右。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两种力量的斗争较量，时起时伏，时激时缓，波浪式地前进着，这就规定了近代中国资
本主义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时而发展速度快一些，时而慢一些、甚至停滞不前，偶尔还出现倒退的“低谷”，也呈现出波浪式的前进形态。 

   

四、论以资本主义为主线兼评各种分段法 

   

讲到这里，可以较为深入地论述110年近代史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线索的理由了。 

  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中国封建自然经济框框，是被外国资本主义冲破而走上资本主义轨道的。此亦大不幸中之小幸，吞服毒药不自觉地治愈
某种顽疾。当然，“大不幸”还是基本的。例如，前文所说到的，外资入侵中国社会一开头，即有一极上积累贫困，另一极不能相应地积累资本
的特点。使中国社会纳入资本主义轨道，但又缺乏资本，使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象禾苗缺乏肥力难以出土一样。即所谓先天不足。出土以后，又遇
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以致于后天失调。然而，绝处逢生，石头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草木，更经得起风吹雨打；承受的压力愈大，逆反
性也愈强。何况，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体现社会发展方向的经济成份，也就是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它一经产生，就在中国社会
经济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并且日益在扩大，使国民经济逐渐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只有这样的“主导作用”，才使资本主义出土之后向前发展；
才使中国出现和形成先进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才有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近代文化思想，才有近代式的新型知识分子，才使小农经济提高商
品率，从而也纳入资本主义轨道…… 

  不仅如此，有了资本主义的酝酿和发生、发展，才会产生各个层次的启蒙运动：始而“启”引进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之“蒙”，继而“启”
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之“蒙”，乃至“启”天赋人权和民主革命之“蒙”，又继而才有激进民主主义者等人“启”马克思主义思想之“蒙”，从
而高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所有这些“蒙”的启示，均植根于资本主义。试问，没有资本主义作前提能出现以上这些表现中国社会前进的事
物吗？ 

  以上是从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上说的。而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形成新的政治运动。正因为有了这些，才有首次将民
主立宪政治付诸实践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戊戌变法，才有反映旧时代要求的进步党派同盟会及其纲领一一三民主义，才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核心的革命的联合阵线的正确路线，和与之相适应的各项方针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适应发展资本主义的
政治需要，其斗争所指是封建军阀，在社会上打击目标是地主阶级，在企业中军阀股份作为“敌产”没收。问题不过是将这些“敌产”变成了新
军阀的私产，或是在新旧军阀合流时又被发还，但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毛泽东不是很赞赏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资产阶级口号吗？红军
运动时期的土地革命，就是这一口号的实施。第二次国共合作其根源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严重损害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资产阶级
利益，而共产党的将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除直接对抗战有利外，仍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政策。至于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利用战时的
对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时机，逐步实行垄断经营；与抗日胜利后将没收的“敌产”变成四大家族的私产，始形成了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官僚
垄断资本主义。而那时，也正是解放战争大反攻接近胜利之际了。 

  毛泽东说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又说：“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
了。……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前进发展。”上述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民主革命，只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而对资本主义却是“扫清道路”让其便利发展。因为只有让资本主义得到便利的发展，“才能有
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的缘故。 

  由此可见，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以资本主义为主线是难以说明历史规律的。学习中国近代史，不真正懂得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
展特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近代发展的规律。历史学是反映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一门学问。所谓“社会客观规律”，归根到底是经济规律，对
中国近代史来说，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不与经济规律联系的政治是不存在的。对历史学来说，近代中国社会不以
资本主义经济为主线，单讲革命高潮是会落空的，是难以说明规律性问题的。 

  现在可以来评议关于几种分段法了。 

  首先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为“三次革命高潮”的分段法。它虽在历史学的发展上起过作用，但这仅仅是从革命史这个角度
考虑的，并不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都是没有先进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的旧式农民战争。旧式农民作
为一个阶级说，是处于没落的阶段，他们不知道社会向哪个方向前进。因此，他们虽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曾给予严重打击，但破坏性也是很大
的。以农民运动作为革命高潮，只能作为“两个过程”中的一方力量的表现，并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尤其是把义和团运动与首次进行民主
立宪的政治实践混在一起作为一次革命高潮，更无道理可言。当然，“三次革命高潮”说，是革命年代的产物，反映了那时的认识水平，我就曾
说过和用过此说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这里没有苛责于人之意。 

  其次是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这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前些年有些同志重新提起，加以论述，并有所发
展，说明了三者是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的运动，它一定程度反映了历史规律性，即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
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为进步运动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
革的。后来经人补充加了一个太平天国革命，成为“四个阶梯”说，这就复杂了。说它是以革命史和“两个过程”为主线吧，中间夹了一个洋务
运动，不象；说它是以资本主义为主线吧，太平天国并非酝酿资本主义的温床，也不是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动力或主力，也不象；说它是“两
个过程”和资本主义为主线相结合吧，似乎也说不通，当然，提出“四个阶梯”说的同志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因此，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
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我就姑名之为“两段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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